
2009年 12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6卷第 6期

Dec. 2009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6　NO. 6

doi: 12. 3969 / j. issn. 167220598. 2009. 06. 003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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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林

(广东省委党校 ,广州 510053)

[摘要 ]“一党执政 ”等于“一党专制 ”似乎是一条不可挑战的公理 ,诚然偏见、先见、权威

导致了误读 ,从而混淆了“一党执政 ”与“一党专政 ”的含义 ,然而造成当前巨大困境却在于官

方和学术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党执政在中国的逻辑必然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纵向看自

上而下 ,横向看由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 ,与西方典型的民主逻辑颠倒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

心不是市民社会而是政治国家 ,改革的重点不是国家如何实现法治化、现代化、民主化 ,而是党

如何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 ;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上 ,不是国家领导党 ,也不是党政分开、以

党代政、党政合一 ,而是党要领导国家 ,党高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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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中国对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逻辑

必然性、合法性研究的最新成果评价与分析
第一 ,中国有一党执政的历史偏好。原因是儒

学在中国历史上所依托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制

度、家族制度等在 20世纪已全面解体 ,但儒学并没

有因此完全解体 ,它已融化为民族的性格。李大钊

曾谈到孔子与宪法就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一对矛

盾 ,儒家思想骨子里的奴役性和安守本分的传统造

就了中国人历来的官本位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孔子和儒学都不是博物馆的收藏品 ,而是在当代现

实生活中 ,在大众、知识分子、政治家内心存活着

的、作用着的东西。第二 ,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

的历史必然。理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及其发展

的性质和任务 ,决定了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

没有生存的土壤 ,不会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和国家

富强。第三 ,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两千多年的封

建专制统治以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

革命都没有导致中国走向多党制和均衡治理模式 ,

这或许是当前学者们普遍的认识。第四 ,东西方思

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中国不合适搞多党制。由于自

然条件、先哲思维模式、国家治理方式等等的不同 ,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 ,“西方社会始终以‘人 ’为中心和出发来管理

社会 ,中国人首先从服从于社会和既存秩序而求得

暂时稳定 ”[ 1 ]。第五 ,西方多党制也存在很多问

题。事实胜于雄辩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照搬了西

方政治制度 ,却是鲜血多于收获 ,惨重的发展代价

是国人不可接受的直接理由。

然而 ,当今中国学术界给出一党执政在中国当

代的历史必然性的最权威论述是如此苍白无力且

没有任何逻辑力量 ,只靠官方舆论宣传也是一种无

可奈何 ,官本位的逻辑迫使群众不得不接受 ,而这

种毫无说服力的宣传能够最终战胜以理性和逻辑

思维见长的强大西方民主国家吗 ? 毕竟“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占具压倒性

的优势 ”[ 2 ]
,问题在于经济发展 ,权利意识不断增

长的国人似乎也并不接受这种教条式宣传 ! 何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

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 ,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够掌握

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 ”[ 3 ]。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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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权和民主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 ,金融危机

过后 ,中国世界大国地位已经显露无遗。试问一个

将要广泛而又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国

家被普遍扣上一顶“专制 ”、“野蛮 ”、“没有人权 ”

的帽子 ,这对正在怀有巨大信心并昂首走向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一党执政

的合法性、必然性 ,“一党执政 ”与“民主 ”,“一党执

政 ”与“一党专政 ”这一历史课题现今被赋予的责

任是巨大的 ,解决这一问题单靠党和国家的宣传

远远不够 ,那么到底靠谁呢 ? 只有靠英雄的中国人

民 ,靠有责任感、有历史感、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

毕竟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上述所有学说的共性 ,就是通过中国人的习

惯、常识、惯性来做出判断 ,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运

用人独特的逻辑思维和理性来剖析。这是目前中

国学术界最缺乏的。对经历过完整市民社会与政

治国家洗礼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没有任何说服力。

为什么一党执政在中国是必然的 ? 一党执政能够

实现民主吗 ? 恐怕学术界没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

说清楚 ,这就导致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给西方

国家的印象是“换汤不换药 ”。如何破解这一世界

性难题就是摆在当前全体中国人面前的一座大山 ,

如果成功破解并确立一套有逻辑说服力和必然性

的一党执政与民主发展的理论 ,将彻底葬送以往一

切西方社会的“民主逻辑 ”开创世界特色的中国民

主理念将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这个问

题解决的好坏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核心

所在 ,也是本文要寻找的 ———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

革的核心、重点、难点所在。

二、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出发 ,

深刻剖析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才是跨越“卡夫丁峡

谷 ”[ 4 ]的基础和关键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一对

不可克服的矛盾 ,也是伴随人类有野蛮走向文明的

不可跨越的必然阶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

理论 ,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种典型的市民社会阶

段 :前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阶段 ,共产主义

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 ,典型的是经历了全部这三个阶

段 ,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 ,这一

阶段的特点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完全统一的 ,

也就是市民社会正在孕育的过程中 ,还在政治国家

这一母体内 ,尚未脱离母体 ,市民社会还未离开母

体 ,意味着市民社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连个

吃奶的小孩都不如 ,这个时期社会的特点是市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合二为一 ,一切权力由政治国家享

有 ,市民社会尚未出生 ,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奴

隶制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所有制 ,相对应的只有奴隶

主是有人的资格 ,奴隶是没有人的资格的 ,这个阶

段相对高级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了 ,封建主私有

制。民主是对于强大的统治阶级而言的。被统治

阶级是没有民主的 ,只有被鱼肉的资格。而统治阶

级内部也不是民主的 ,也是靠血腥的斗争来生

存的。

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

段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的各种资产阶级共

和国 ,特征就是市民社会开始从政治国家的母体分

离 ,也就是分娩 ,开始了有不成熟的小孩 ,到成年 ,

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力 ,经济上利用各种剥削手

段迫使农民破产 ,出卖劳动力 ,资本家利用雇佣制

度来剥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造成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几次大动荡和大革命 ,这就是资本主义所固有

的逻辑使命。”[ 5 ]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与

政治国家分离 ,二者不再统一 ,市民社会需要自己

的权力 ,而政治国家需要巩固固有的权力 ,二者必

然开始博弈 ,斗争甚至革命 ,从这个角度来讲 ,资本

主义的社会就产生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 ,

为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 ,议会选举 ,多党制的产生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当然资本主义的阶

段也不断发展的 ,也就是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民主

在某些程度上要高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

所在。

第三个阶段 ,就是共产主义阶段 ,也就是马恩

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

“人类可以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在

这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基

础。”[ 6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开

始年老体衰 ,最终消亡并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这

个阶段人类是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和全面解放 ,人类

开始了自己最高级的生活方式。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 ,剖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市

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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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11年以前 ,前资本主义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典型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 ,

即市民社会的孕育时期 ,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尚未诞

生 ,这一时期就是典型的专制主义 ,与西方社会的

第一个阶段是相似的 ,只是要比西方社会第一个阶

段更为发达 ,显得更加进步。一方面 ,在这一阶段

由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欧国家 ,也

就造成了中国近代封建专制为何那么强大 ,封建专

制制度为何那么稳固 ,当然这一阶段的长久和根深

蒂固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造成了不

可磨灭的影响 ,也是今天中国尚未摆脱西方社会所

认为的“专制 ”的一大原因。在这一阶段 ,由于辛

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 ,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 ,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浪潮 ,因此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划分的分界线。

第二个阶段 ,相对与第一个阶段更为复杂 ,而

且也是今天对中国市民社会是否存造成巨大分歧

的根源 ,这一阶段就要划分为前期和后前 ,前期是

1911—1949年 ,这一时期 ,中国社会跌宕起伏 ,民

族资产阶级 ,封建复辟派 ,军阀、官僚资本主义、买

办资本主义先后兴起 ,给学者们的第一印象是中国

社会的市民社会开始与母体分离 ,开始独立成长 ,

但是还是处于未成年阶段 ,即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

阶段 ,即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早期阶段 ,也就是西

方国家的第二个阶段的早期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到

底是不是属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市民社会的第二个

阶段吗 ? 他有第二个阶段的性质吗 ? 这就需要从

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性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来论述了 ,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

性 ,这首先是由中国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所决定

的 ,“不充分的理论是由于不充分的经济条件和社

会条件所决定的 ”[ 7 ]这个阶段 ,中国经历了轰轰烈

烈的民族民主改革 ,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但是资产阶级始终没

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独立的政治国家 ,也就

是说有资产阶级阶段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样貌 ,

却没资产阶级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实质 ,没有形

成自己独立的市民社会 ,而这种假象是由于中国当

时社会的性质 ,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本质所决

定的 ,因此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

的舞台 ,其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和市

民社会 ,而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继

续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因此可以说 ,第二个阶段的

前部分是一个假资本主义阶段。

后半阶段是 1949年以后 ,中国共产党继续资

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为

中华民族的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了人民共

和国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特殊历史时期。这

一时期应当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第三个阶段 ,即共产

主义阶段 ,但是却存在巨大的矛盾那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国情的假设基础

之上的 ,即我国处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或者第

一阶段、初级阶段 ,也就是不够格的共产主义阶段 ,

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 ,那么就谈不上共产主义阶段

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何况马克思主义认为“共

产主义阶段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消亡了 ,也就是国

家也消亡了 ”[ 8 ]
,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这一

阶段就不可能是共产主义阶段的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 ,这一阶段可以划分到第二个阶

段 ,即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这也站不

住脚 ,“因为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性质 ,社会主

义的市民社会与是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国家 ,在

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有着本

质的、天然的区别 ,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国家与

市民社会在本质上不是妥协 ,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

互补充的 ,相互促进的 ”[ 9 ]。“资本主义的市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与作为市民社

会的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之间博弈的结果 ”[ 10 ]
,

两者之间是不能等同的 ,因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第二个阶段的中国市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类型的市民社会呢 ? 从分析中得出 ,中国第二个阶

段的市民是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历史上经典的三种

市民社会均不相同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经历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所有的三个阶段 ,也就造成了为什么中

国走与西方国家不同道路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

的本质所在 ,找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自然就找到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 ,也就找到了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的出路。不是走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 ,普选

制、资产积极标榜的博爱和人权 ,民主和自由 ,而是

中国特性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当然答案很明显 ,

那就是中国第二个阶段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依

然是不存在的 ,即从辛亥革命开始 ,中国的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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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尚未出世的在政治国家母体肚子里面的市民社

会就正式流产了 ,既然流产了 ,何谈第二个阶段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呢 ? 而僵硬的运用马克思主

义所论述的那三个阶段的市民社会来套中国的具

体的市民社会就是错误的。这是目前学术界对中

国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错误认识的关键所在。这一

阶段 ,中国两千多年尚未出生的市民社会被扼杀在

母体里 ,造成了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西方国家

的与众不同。

认清楚中国所有历史阶段的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的具体形态和存在方式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难题的核心 ,因此 ,没有活体出现的市民社会

在中国 ,尤其 1949年以后的中国 ,是一个不可跨越

的难题和现实 ,当然没有市民社会的活体 ,不意味

着中国就不能产生自己独特的市民社会 ,也不意味

着市民社会在中国不重要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

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我们能够也必须跨越

“卡夫丁”峡谷。并最终走出和证明人类历史的民

主模式不是只有西方一条路可走。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必然性证

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既然中国迄今为止没有活体的市民社会 ,自然

就有学者提出 ,我们可以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

社会 ,然后再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达到

真正的民主和现代化。有不少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

而中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以血的、铁打的、无比

残酷的事实证明这条路在中国永远行不通 ,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当代的中国就不孕育和发展具有中国

特色的民族民主市民社会 ,而是这一民族民主市民

社会的培育已经不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

只是配合中国政治国家民主化、现代化、法治化的

一个小小的补充和配角而已 ,只要未出世的市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达到和谐、科学、效能、自由、

正义 ,那么中国就能够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充分

的、完满的、独特的、逻辑的、自然的实现中国特色

的民主化现代化、法治化的道路和模式。

因此 ,当下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去实现具体

的、笃定的、单一的单个公民的民主化、法治化、现

代化 ,而是首先实现政治国家 ,尤其是执政党自身

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只要实现执政党自身

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就

逻辑的、必然的实现与执政党相一致的民主化、法

治化、现代化。单个人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自

然就会得到作为政治国家组成部分的法律 ,尤其国

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最完美 ,最科学 ,最现实的实现。

但是 ,当前所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家都认为中国民

主化道路缓慢的原因在于“一党执政就等于一党

专制 ,实践和理论的枯竭以及自身的懒惰 ,不求甚

解的毛病 ”[ 11 ]
,造成了理论界的茫然 ,也导致了中

国政治体制的“专制 ”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抨击 ,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被发展 ,反而被唯心主义

的资本主义能动的发展了 ,造成了当前事实上西方

民主制度从形式上优于中国民主的现象 ,虽然本文

不是从具体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翔实的

论证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来证

明一党执政与民主并不矛盾 ,一党执政也可以实现

民主 ,一党执政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核心

与西方多党制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核心

是颠倒的 ,即不是以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现

代化来驱动政治国家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 ,而

是由政治国家自身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来驱

使和培育成熟、理性的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两者是

相反的 ,一个自下而上 ,一个自上而下。认清这个

关键 ,束缚和困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可

以完满的破解 ,就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

点论的方法论上对症下药 ,重点抓主要矛盾 ,抓中

国共产党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和政治国家的民主化

和现代化。同时要两手抓 ,就是抓好政治国家和市

民社会这两对矛盾。政府主导型政治体制改革向

政府引导性的转变是中国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

方针 ,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安

排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 )国家制度 ,核心就是法治制度

国家制度是以宪定的根本政治制度为核心 ,以

其他配套法律为依托 ,逐步演绎出来的一整套制度

安排。在这套制度中 ,人民代表大会 (立法机关 )

是国家最高权力中心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这个

中心选举出来 ,并要忠实地贯彻这个中心的意志 ,

或者说是这个中心的左右手。这套制度尽管在组

织形式上类似西方国家的分权制度 ,但在权力关系

上与后者有实质性的差别 ,从根本上说 ,它只有一

权 ,那就是由人民委托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 ,其

他政府权力都是这个权力的派生物 ,不可能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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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平起平坐 ,不可能对这个权力起到实质的制衡

作用。宪法将立法权、人事权、监督权以及重大决

策权都交给了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部门、司法部门

不但要正确贯彻人民代表大会的意志 ,而且还要接

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没有权力对人民代表大会

进行监督和司法审查 ,是这一制度存在的最大缺

陷 ,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法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民民主主义 ,也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的关键要素。人民民主主

义的原初思想在中、西方都有踪迹可循 ,但将其发

挥为现代政治制度的理念基础还是应该归功于卢

梭。马克思的民主政治理念是从卢梭那里演化出

来的 ,期望建立一种由平等的人民直接参与、管理

的国家。即便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进行国家管理 ,

这些代表也要绝对服从人民的意志 ,人民可以通过

一定的程序随时对这些代表进行撤换。这种人民

民主主义理念最先表现为法国的巴黎公社 ,后来表

现苏联的苏维埃制度 ,再后来则表现为中国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法治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 :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就像市场的理想状态一样 ,这套制度的理想状

态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 :一、每位合格公民对人大

代表的产生都拥有同等的影响力 ;二、每位合格公

民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三、人大

代表的当选完全依赖票数的多少 ;四、人大代表始

终代表选民的利益 ;五、人民代表大会独立地做出

决策 ;六、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支配其他政府部门

的行为 ;七、行政部门有效地施政 ;八、司法部门公

正地执法 ;九、选民、代表、官员拥有必要的公共道

德 ;十、选民、代表、官员拥有必要的公共知识。

这些条件在现实中都很难满足 ,在现有的人类

智慧条件下 ,前两个条件在理论上都无法满足。人

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实践运作得不太成功 ,无论是巴

黎公社 ,苏维埃制度 ,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出

现了很大的困难。结果 ,这套制度更多地表现为一

种形式 ,表现为一种权力来源的宣示 ,对实际的政

治运作没有发挥重要的影响。

然而 ,这套制度的存在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它

不仅标示着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而且意味着该

体系有一完善的基础和方向。

在西方 ,民主主义传统因为其理想主义色彩太

浓而受到很多的批评。为了在现实中发挥更有效

的作用 ,它跟自由主义思想合流 ,一起成为西方国

家现代政治制度的支柱理念。这种合流的成功说

明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理念是相通和互补的 ,

这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景具有积极的启

发意义。有学者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诠释为一种

代议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宪法经过多次修改 ,公民

权利语言越来越占据突出地位。这就意味着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在理念和运作的转换上不是想象中

的那么困难。让它回归宪定的政治生活中心 ,发挥

宪定制度的主导功能 ,是可以预期的。但不能认为

根据这项制度可以把握当前中国现实政治的实质。

(二 )党治制度

党治制度也可称为执政党的领导制度 ,分为党

外制度和党内制度两块 ,党外制度是实现对国家机

关、军队、社会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 ,党内制

度是实现执政党内部的有效治理。这套制度在正

式的法律体系中地位不明 ,但却是中国现实政治制

度的核心。现实主义都一般都会认为中国执政党

的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

有的政治学者在著作中开始贯彻这一现实主义

思想。

如果说法治制度是根据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

建立起来的 ,那么党治制度就是根据自上而下的集

中原则建立起来的。前者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理想 (民主主义 ) ,后者则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现实 (列宁主义 )。它们尽管在抽象层面可以

互补 ,但在“过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的现实选

择中 ,二者显然有深刻的分歧 [ 12 ]。这种分歧在第

二国际内部演变成重大的政治斗争 ,并最终导致马

克思主义阵营的大分裂。结果 ,自下而上的民主主

义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而自上而

下的列宁主义在比较落后的国家获得了非凡的

成功。

列宁并不反对民主主义的理想 ,但对群众的自

治能力缺乏信心 ,认为需要一个能正确认识革命发

展规律的先锋队来号召、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 ,他

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被灌输、被鼓动

起来的工人群众自然必须接受先锋队的领导 ,一切

行动必须听从先锋队的话 ,只有这样 ,才能克服群

众自发性的不足 ,从而最有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

政。列宁主义政治理论从人民中存在道德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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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这一基本事实出发 ,认为水平高的人士应

该组成一先进团体 ,领导群众实现一种比现在更美

好的生活 ,这种生活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更民主的生

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 ,它意味着这种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权力集中的制度。其核心的逻辑在于 :先进分子

领导落后分子。

中国党治制度的基本模式是从前苏联移植过

来的 ,但具体的制度形式则是在执政党的政治实践

中摸索出来的 ,而且是独立于法治制度之外的。

就党外领导制度来说 ,主要包括思想领导、组

织领导和政策领导和作风领导四个方面。

思想领导制度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舆

论管理制度两种。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一种积极

的领导制度。舆论管理制度则是一种保守的领导

制度 ,如刊物的审批 ,文章的审查等 ,旨在控制危险

思想的传播 ,以对党的领导带来不利的影响。

组织领导制度这包括领导干部的培养和任用 ,

领导机构的设置和运作等。对领导干部培养和作

用是党的领导之核心部分 ,中国公共部门各级干部

都按照严格的等级编排起来 ,由干部管理部门进行

分级管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部门重点管理

各单位的正副职领导 ,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考

察、培养、任用、奖惩的制度 ,工作中能力突出者一

般都有机会进入领导群体。党组领导制是在非党

组织的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

中具体实现党的领导 ,它对本部门的重大问题享有

讨论权和决策权 ,而且服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政策领导制度它是路线、方针、政策领导的简

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重大问题制定路线、

方针和政策 ,然后通过意见和建议方式转化为公共

意志和公共政策 ,从而对本区域的公民和组织产生

约束力。这是一种宏观的领导 ,是依法治国的主要

实现方式 ,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和政策一旦形成公

共意志和政策 ,它在党内外的约束力是一样的。

就党内领导制度来说 ,除了更为严格的思想教

育制度外 ,主要是组织制度 ,这种制度的正式称呼

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党章民主集中制的组

织原则是 :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

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新党章将中央定义为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

保证中央的意志能够得到充分的贯彻 ,同时保证各

级党组织的决策能够集中较多人的智慧 ,以及反映

更多群众意见。

作风领导是指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精

神为指导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

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

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

责的一致性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 ,因

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共产党人必须

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

民利益的。

在该制度的纵向结构上 ,是绝对的集中制 ,而

在横向维度上 ,则存在较多的民主因素 ,如重大决

策必须经过党组织讨论 ,很多决策要征求普通党员

的意见等。这种党内的横向民主现在有扩大的势

头 ,如“十六大报告 ”规定 :要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

和决策机制 ,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

用 ;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建立和完善党内情

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

度等。但该报告最后仍然强调要维持党和国家的

集中统一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保证中央的政令

畅通。

因此 ,党内领导制度可以概括为纵向集中 ,横

向民主。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是严格的 ,所谓“官大

一级压死人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正式制度的

描述。但在每一层级的决策和组织生活中 ,民主成

分也确实存在 ,而且扩大这种成分的呼声很高。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 ,党治制度比法治制度发挥

着更大的作用 ,这是毋庸置疑的。半个多世纪以

来 ,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时期之外 ,党治制度

均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更重要的是 ,按党治制度

办事 ,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内一直享有很高的道义

性。这套制度的有效运作 ,所需要的条件尽管比法

治制度要宽松 ,但如果丧失了下面这些条件 ,这种

制度就会出现危机。一、执政党地位的历史正当性

没有根本性的动摇 ;二、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得到社

会成员的基本认同 ;三、执政党的政治手段与政治

目标具有逻辑一致性 ;四、执政党的施政满意度维

持一个较高的比例 ;五、执政党的外部控制力保持

稳定 ;六、执政党的内部控制力保持稳定 ;七、执政

党以无偏的方式进行政治录用 ;八、执政党成员具

备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素质。

中国执政党长期以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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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 ,这是其执政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 ,也是

党属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一直保持

基本稳定的原因。但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 ,党属制

度内的各种链条出现了松散的迹象 ,尤其是上下层

级之间的控制力出现不同程度的疲软 ,从而导致一

种碎片化威权制度。这为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产生

提供了条件。

(三 )社会制度

宽松地说 ,在法治和党治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

运作政治权力的制度都可以称市民社会板块制度 ,

它是遍布政治权力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其中在

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一种政治恩护制 ,一

种以政治从属换取物质酬报的关系。它意味着恩

护人和受护人之间一种不对称的、可持续的交易关

系 ,具有私人性、情感性和互惠性特征。

这种上下级关系本来是由正式制度界定的 ,上

级指挥下级 ,下级服从上级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

国 ,如果只有这一层关系 ,那么它的运作就会很僵

硬 ,整个官僚机器就会运转不畅。熟悉中国政治的

人都会知道 ,这层关系需要加进粘合剂 ,让它变得

更“铁 ”一些。这种粘合剂通常称为感情 ,一种仿

血缘的感情。上级就像父亲 ,下级就像儿女 ,前者

对后者要爱护 ,后者对前者要忠心。当然 ,纯感情

的关系不是恩护制关系 ,恩护制关系是一种感情与

利益的联结体。

当然 ,正式制度的上下级关系并不一定能转化

成恩护制的上下级关系 ,它需要一个相互确认的过

程。这种确认过程有明示确认和默示确认两种。

所谓明示确认 ,常常需要下级在适当的时候向上级

表忠心 ,要让上级相信 ,“我是你的人 ”,而且“永远

是你的人 ”,上级也要通过某种语言或行为对这种

忠心表示认可。所谓默示确认 ,就不需要语言上的

表达 ,通过长期的行为互动 ,双方都明白相互的关

系已经进展到了那个层次。明示确认在建立跨部

门、系统的恩护制时更加必要 ,这个部门的某个人

希望得到另一部门的某位领导的恩护 ,一般得通过

明示方式 ,否则对方难以确信。

除了官僚部门的上下级关系成为政治恩护制

的基础外 ,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亲缘关系、共事关

系、朋友关系同样可以成为这种制度的基础。不管

通过哪种因素建立起来的恩护关系 ,其运作机制是

大同小异的。

恩护制能够有效运作的条件是 :一、正式制度

不能充分有效地运作 ;二、传统的情义互惠伦理构

成政治行为的一种标准 ;三、恩护人拥有足够的可

以自由支配的资源 ;四、恩护制拥有低成本的解决

冲突的手段。与前面正式制度的条件比起来 ,恩护

制的条件是最宽松的 ,在现实中很容易满足 ,所以 ,

现实政治中恩护制大量存在 ,人们习以为常。

(四 )三种制度的互动关系

首先 ,三种制度无论从理念层面来看 ,还是从

现实层面来看 ,都有相互冲突的关系。

法治制度与党治制度之间存在双重合法性的

冲突。两种制度都自我确认享有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最高政治权力 ,而且这种权力均来源于人民 ,所

不同的是 ,法治制度中的政治权力是人民通过投票

的方式授予的 ,党治制度中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历史

上的人民在走出灾难局面过程中用跟随行动进行

选择的。在当代中国 ,这两种合法性都有被人民接

受的心理基础。但是 ,跟随合法性依赖于人们对历

史的记忆 ,投票合法性依赖于人们现在的判断 ,随

着时间的流逝 ,投票合法性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大。

市民社会制度与前者两种制度都有冲突 ,但从

短期来说 ,对党治制度的威胁较大。在当前 ,党治

制度是主导性制度 ,它占据着主要的政治权力空

间 ,市民社会制度的发达意味着党治制度的空间直

接被压缩。更重要的是 ,党治制度的生存不仅依赖

于跟随的合法性 ,而且依赖于当前行为的公正性和

有效性 ,而市民社会板块制度对此构成了直接的威

胁。一个老上级出于多年的感情 ,在选拔上面关

怀、照顾一下自己的下级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似乎

情有可原。但这明显违背了党治制度的承诺 ,意味

着其他人丧失了公正的竞争机会。丧失这种机会

的人会因此而对党属制度多了一份怀疑 ,而且这种

怀疑会在日常交往网络中扩散开来 ,从而最终威胁

到党属制度的合法性。

从长期来说 ,市民社会板块制度对法治制度的

威胁较大。这两种制度的理念根基是完全对立的 :

法治制度基于普遍主义的权利 ,依赖“法律面前 ,

人人平等 ”的行事规则 ;市民社会制度基于特殊主

义的情义 ,依赖关系面前人人不平等的行事规则。

市民社会制度的发达 ,会大大阻碍法治制度对社会

的渗透 ,会让已经确立的法治制度流于形式。在很

多发展中国家 ,选票在政治恩护制中分配。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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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承诺无法让候选人赢得人们的选票 ,候选人只

有依赖自己的恩护网络的范围及恩护承诺的可靠

性才得以当选。国家的公共政策会受到恩护制中

私人利益的撕扯 ,公共利益难以实现。一个国家的

人民在恩护制网络中很难成长为具有国家意识的

公民 ,而只会成长为具有小团体意识的私民。

其次 ,三种制度在现实中也存在相互补充的

关系。

如前所述 ,法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苛刻的条

件 ,这些条件在中国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在培养

期间 ,法治制度不能有效运作的地方自然需要别的

制度来补充。党治制度有效地填补了这个空缺 ,承

担着法治制度目前还不能承担的功能。而且党治

制度还承担着培养法治制度的功能。通过党内民

主培养人民民主已经写进了执政党的权威文件 ,通

过党员的守法行为带动群众的守法行为也是执政

党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果这种培养法治制度

的战略是一贯的、得当的和有效的 ,党治制度与法

治制度会持续地相容下去 ,其冲突的一面会得到有

效的抑制。

市民社会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侵蚀 ,也是对正

式制度的补充。无论是法治制度 ,还是党治制度 ,

都与中国传统行为标准有某种程度的冲突 ,因而在

现实中都难以得到人们的自觉遵从。所以 ,中国共

产党为了保证党治制度的有效运作 ,不得不进行各

种各样的思想改造活动 ,但其效果是有限的。当正

式制度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政治机器又要继续运

转下去时 ,恩护制这种非正式制度就发挥作用了。

另外市民社会制度也为创造性的工作提供了条件 ,因

为一个领导有了新的工作设想 ,一般愿意找自己新近

的和信得过的人谈论 ,并在恩护关系的支持下实施 ,

这是官僚制中的普遍现象 ,在东亚社会尤其显著。

但需要提醒的是 ,市民社会制度的这种补充作

用的积极意义是短期性和边际性的 ,是对正式制度

缺陷的一种无奈补充。如果市民社会制度成为政

治生活中一种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制度 ,正式制度就

会面临重大危机 ,国家就会陷入发展的困境。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是政治国

家、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

理衔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 ,一党执政所带

有的天然的不可克服的专制主义色彩与天使般的

以平等自由著称的市场经济以及其所孕育的市民

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安排 ? “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不存在矛盾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

济 ”[ 13 ]这一历史性难题自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论以来 ,世界上尚未解决这一论证 ,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 ,三者能够和平共处吗 ?

上文所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已再不是大力

培养社会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 ,而是大力培育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国

家 ,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

因素应当不是决定性因素 ,而是过程性因素 ,市场

经济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问题在于既然

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 ,那么必须引

导和克服由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已被西方发达国家

所证实的资产阶级烙印的瘸腿民主进行彻底的扬

弃 ,政治国家需要权威 ,市民社会需要自由 ,市场经

济需要平等。三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那就是

民主的权威的政治国家 ,引导天生具有平等取向的

市场经济去发展一个享有广泛自由的真实的市民

社会 ,而一个自由平等的市民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

的影响下将能够塑造一个稳定而权威的政府 。这

一逻辑本身就证明了市场经济 ,政治国家 ,市民社

会是相同的 ,至于这一政治国家是一党执政还是多

党执政 ,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在实现这一良性

互动的政治格局的过程中 ,是不是三权分立 ,是不

是议会选举 ,都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这也再次印

证了民主是一种社会运作模式 ,一种方法论而已 ,

是人类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所采取的千万种方法

中的一种 ,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应当就不

是一党还是多党 ,而是如何逻辑的必然的实现这三

者之间的衔接 ,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逻辑的再现理论

所赋予的现实的逻辑力量。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假设基础在于 :

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 ,一党执政的逻辑出发点就是

如何培育一个法治化、现代化、民主化的中国共产

党 ,用党的现代化、法治化、民主化来推动市场经济

所赋予的民主自由和法治 ,同时这也是塑造社会主

义新生的市民社会的一种良药 ,而这种良药的指导

者和推动者则是有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法治为信仰

的中国共产党。因此 ,可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难点在于怎么样实现党与市场经济 ,党与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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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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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of Ch ina ’s un ique log ic for politica l system reform

L I Yan2lin
( Guangdong Provincia l Party School, Guangzhou 510053, China)

Abstract:“One party for ruling”as“one2party dictatorship”can not seem to be a challenge to the truth, of course, p rejudice,

foresight and the authority lead to m isunderstanding, thus confusing the meaning of“one party”and“one2party dictatorship”.

The current big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academ ia are not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logic of necessity of

one - party govern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 ts to exp lore the special logic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concludes that: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should be from top to bottom in the vertical view, but in horizontal view, the reform should be

from the political state to civil society, which is reverse logic to typ ical democracy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core of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is not civil society but a political country, the focus of reform is not for a country to achieve the rule of law, mod2

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but for the party to achieve the rule of law, democr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party’s rela2

tions with the country, a country should not lead the Party, the national politics should not separate from the Party but use the

Party to rep resent the politics and combine the politicswith the Party. However, the Party leads the country and is higher than the

country.

Keywords: one2party for ruling; one2party dictatorship;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state; logical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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